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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深刻认识刑事诉讼规则原理

  《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一书保留了原版关于刑事诉讼理论

的主体内容及各章的基本结构，包括法律的规定及其沿革、实践与

理论研究综述等内容，形成了符合研究生教学特点及其需要的结

构。鉴于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范围广、程度深，刑事司法政策

和实践变化广泛、深刻以及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已有诸多新进展等

缘由，再版主要从内容调整、章节重塑和篇幅精简三方面对原版进

行了完善，以期更适合研究生教学的需要，切合当下理论研究，强

化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育。

  如果说本科生学习刑事诉讼法这门课旨在准确理解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系统掌握刑事程序法的精神，那么，研究生对刑事诉

讼法学的学习，重要的就不再是确定的知识，而学习的重点在于

刑事诉讼法学，以便深刻认识刑事诉讼规则所依据的原理。

推开法务职业的大门

  《推开法务的门》一书围绕法务的职业选择与规划、工作思

维与技能、职场情商与相处、职业风险与责任等方面，以娓娓道

来的文风、生动有趣的故事，全方位描绘了法务职业的方方面

面。本书可帮助法务工作者重新审视自己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

从而发挥自己职业的巨大价值；帮助律师、法官、法学研究者更

好地了解法务的工作特质；帮助法学专业毕业生更清晰地看待

职业的选择。

  作为法务，积极参加公司的业务经营是极其有意义的，其重

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法务可以通过公司业务经营更好

地了解公司、业务、人员的情况；第二，通过参加业务经营，法务

可以更好且更全面地了解业务需求；第三，展示法务工作成果；

第四，参加业务经营有助于法务负责人了解法务工作的优先级

与分寸。

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

  《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一书综合编

年体官修史书、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史料，对清代刑

名制度的发展作了详细梳理。同时，在制度史研究中引入对人、事

的考察，刻画了具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刑部技术型官僚形象，由案件

的驳议往来，再现刑部与其他中央机构及地方官员在法理、人情、

利益交织情况下的多重博弈。

  本书是目前对清代刑部最为系统的研究，从刑名体系、政务

运作和职官角色三个方面探讨清代刑部，在职官制度研究上有

所突破。尤其书中对刑部官员的探讨，突出司法过程中人的因

素，是法制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全书通过分析清代皇权在刑名体

系中的环节性作用，揭开了有清一代如何提升刑名体系的运作

效率，以维持全面制度化治下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由此缓解统治

合法性的危机。

德国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务

  《德国环境刑法》一书作为环境刑法领域第一部中文译著，是

观察德国环境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一个重要窗口。本书主要内容分

为总则与分则两个部分。总则部分在概述德国环境刑法历史与现

状基础上，重点讨论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构成要件论、错误

论、共犯论以及企业、环境行政部门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等，这些

问题是刑事责任一般归属问题在环境领域的特殊呈现。分则部分

细致梳理《德国刑法典》条文，既包括水、土地、大气等污染环境媒

介犯罪，也包括制造噪声、垃圾处理、危险设备、危险物品交易、侵

害保护区等犯罪。

  本书作者侧重于把其对环境刑法中有关具体问题的想法

汇聚起来，并在整体脉络下做教义性和体系性的整理。同时，作

者也尽力使这一时常颇显繁琐的法律领域，更容易为人们所

接受。

□ 余定宇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在魏惠王的手下郁郁

不得志，因而挟了一部李悝所编的《法经》逃去秦国，想改

变自己的命运。但商鞅在赢得秦孝公的信任而在秦国推

行变法之前，恐怕自己的声望不能服众，于是，便效仿了

吴起的计谋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把戏———“立三丈之木于

国都市南门”，并悬赏重金，招募民众把这根木头搬到北

门。有位市民，半信半疑地把这件事情做了，商鞅果然爽

快地赏给他“五十金”。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

秦国沸沸扬扬，而商鞅也借此在秦人心目中，迅速地树立

起了一个“信赏必罚”的权威形象。

  考诸秦史，秦人的祖先在东进过程中，曾先后在关中

盆地上建立过五六座都城。而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这

座“国都南门”又究竟在哪里呢？史学界只知道，历史上曾

发生过两次“商鞅变法”，但却不知道，商鞅第一次变法时

所在的那个秦国国都，既不在雍州，也不在咸阳，而是在

那个鲜为人知的地方——— 栎阳。

  西周时候，秦人的祖先是甘肃南部一个由“殷商遗

民”而西迁的游牧民族。自东周初年，秦人的首领因抗击

犬戎有功而被分封为诸侯国之日算起，这个昔日从“东夷

之地”被放逐到“西戎之角”的野蛮部族，才又一次登上了

中国的历史舞台。而其后，骁勇的秦人便开始像潮水般地

翻越陇山，杀入关中，用他们的青铜刀剑和战车，从犬戎

的手中，夺取了原先属于西周的宝鸡、凤翔、岐山等大片

土地。到那位能征惯战、被史书称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

穆公时代，秦国的版图已一度远伸至西北的青海湖边、祁

连山下，成为中国西部一个雄霸一方的霸主。

  秦穆公去世之后，经过一段两百多年的平庸岁月，为了

收复被魏国抢走的“河西之地”，秦献公在即位的第二年便

把国都从雍城（今日凤翔）东迁到栎阳，其目的不仅仅是要

恢复“饮马黄河”的秦人旧梦，亦隐隐然已含有一种欲与山

东六国“逐鹿中原”的巨大雄心了。献公死后，孝公即位，为

了一洗“诸侯会盟，不与秦国”的耻辱，其那种“欲席卷天下、

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复仇野心，更是路人皆

知。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更迅速地“富国强兵”？正

当秦孝公为此问题而伤尽脑筋时，那位魏国的小吏公孙鞅

（即后来的商鞅），恰好挟着一卷《法经》来到了栎阳。

  实事求是地说，商鞅是中国古代一个性格很复杂的

历史人物。而“商鞅变法”，亦不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喜剧。

这场改革，虽美其名曰“变法”，但它的内容却已远远超出

了单纯的“法律”的范围，而更多的是涉及那些关于国家

政治体系结构、制度、政策等政治性的东西。“商鞅变法”

对后世影响最重大的，概括起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第

一，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开始兴起；第二，“重农抑

商”的社会传统政策开始形成；第三，中国法律史上的“重

刑主义”开始抬头。

  平心而论，在“商鞅变法”的诸多改革内容和历史影

响之中，既有“钳民之口”“杀人如麻”等坏的一面，也有

“奖军功、奖耕织”和“车同轨、书同文”等好的一面，既有

开启野蛮的一面，亦有推动进步的一面。但他最难辞其咎

的便是：他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史上，首开了一种“重刑主

义”的先河。他把一个国君的治国之道简化为“刑赏”二

字，将人民的命运简化为“耕战”二字，从而，使秦人一生

的生活内容，全部被压缩为“耕田”和“打仗”这两件事。他

使法学沦为了政治的附庸，使法律变成了官僚的打手，而

将“战争”与“刑罚”当成了秦国崛起的动力。通过商鞅的

十年变法，秦国的“国”确实是“富”了，“兵”也确实是“强”

了，但秦国也由此开始，迅速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自我

毁灭的道路。

  由此可见，“以刑治国”与“依法治国”之间，真的是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回首历史，昔日的一切都恍如过眼云

烟。而细思当年，商鞅究竟是在为谁而变法？为什么而变

法？他又究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功臣还是一大罪人？我不

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自秦始皇横扫山东六国、统一中国

之后，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便染上了一种浓

重的、从秦国传入的血腥味。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

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消失的古城墙：“栎阳”无人识商鞅

史海钩沉

□ 蒋浩

  刑法注释是连接刑事法律与司法实践活动的桥梁，

也是整合原始文献及二次文献的一个专业化学术活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燕大元照2021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三部注

释刑法的工具书，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实务刑法评注》《注释刑法全

书》，三本工具书均按照我国现行刑法条文进行逐条注

释，风格各异、特点鲜明。

  法工委版的注释书源于若干年前我们为立法工作机

构设计的系列出版物《法律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

定》丛书，目的是聚焦与强调来自立法机构的条文释义，

意在凸显刑法条文的立法目的、立法相关背景及立法争

议的主要问题，类似于国际上通行的立法理由书。本次法

工委版的刑法注释，是在2009年版的基础上由法工委刑法

室同事全部改写，在保持前一版本编写体例的基础上，新

版除了增添《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内容外，特点是在分

则部分的大量条文中，增加了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以及实

际执行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由立法工作机构提出司法实

务中的热点难点，可以说是在立法实证调查分析基础上

的总结提炼，同时也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热点问题。刑法

条文立法，是对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司法规则的高度概括

与抽象提升，反映了立法者的立法初衷与本意，这是法工

委版本注释书出版后我们极力推荐的理由之一。

  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综合研究业务部门的喻海松博

士编著的《实务刑法评注》，较之法工委版注释书，便于携

带且更具实务操作性。这部小型评注所列主要栏目包含立

法解释、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这些内

容作者称作为规范性解释，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法律

文献，这些文献对司法实务具有约束力。作者利用其专业

知识及工作背景，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业务部门对司法实

务的答复、复函等，经过提炼总结，形成本书的独特栏目，

亦即法律适用答复、复函。这一点作者也在书中提到：刑法

工具书要做到“全”，就不应限于收录具有规范约束力的规

则，还应适当囊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法律适用答复、复

函及刑参案例规则。本书“司法疑难解析”栏目，就相关条

文疑难问题进行解析，体现了既评又注的特点。作者在刑

法评注中对司法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没有法律效力，纯

属“一孔之见”。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栏目所涉问题基本

上有实务来源，并非“拍脑袋”而来，也需要读者认真对待。

  近600万字的《注释刑法全书》，由著名刑法学家陈兴

良教授领衔刘树德副主任、王芳凯博士编纂，从更全面、

多维的视野，对我国刑法条文进行注释。设计本书的初

衷，也是利用三位作者的专业知识及影响力，充分发挥法

律学者的主导作用，通过主观的专业判断，将中国刑法每

一条文项下的客观的法律文献（原始文献及二次文献）归

类整理，进行专业化的标注。本书不是法律条文评注，但

在相关的条文项下也延伸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即在

脚注部分得以展示。这充分体现了刑法注释书服务于司

法实践，且由法学理论所引导的出版理念。

  法律文献源源不断，这使得出版机构始终面临的一

大问题就是书中的内容不断更新，《注释刑法全书》的另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在后台设计了数据库，每本书都

附有数据库的网址及二维码，使用者可以在翻阅的前提

下快速进入数据库，检索到相关主题及主要内容。我们希

望本书的使用者能够从数据库里检索到比纸质图书中更

多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扩展到今年年底将由北大出版社

出版的冯军教授、梁根林教授和黎宏教授主编的、多达60

多位学者撰稿的、同样是长达600万字的《中国刑法评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据都经过专业出版社针对纸质图

书的三审三校的编辑流程及加工复核，避免了当下数据

库错误百出、文献混乱的窘境。以上设计与安排，能够使

这本注释书与时俱进，理由是其既涵盖了新技术时代法

律文献检索的特殊性，达到了纸质图书与数据库相结合

的重要功能，又能够避免由于纸质法律图书文献更新不

及时而被市场淘汰的厄运。

三部注释刑法的工具书

书林臧否

□ 殷啸虎

  劝善书是中国古代劝诫世人去恶为善的书和文章，

自宋代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

有《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了凡四训》（又名《阴

骘录》）等，内容多兼融儒、佛、道三教的因果报应、忠孝节

义、积善济世等思想，涉及家庭伦理、为人处世、社会生活

以及为官之道等多个方面。由于司法办案是古代衙门的

一项主要活动，因此，慎刑观也就成为劝善书中为官之道

的重要方面；而劝善书中有关慎刑观的内容，也是中国法

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劝善书，它的开篇

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

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

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

则死。”这可以说是古代劝善文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

础，也是劝善文所倡导的慎刑观的核心依据。

  劝善书的慎刑观，立足于人们的主观动机，即“心”。

《太上感应篇》中说：“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

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因此，善有善

业，恶有恶业，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也正是基于这

种善恶的因果观，作为鼓励和督促衙门官吏慎刑的评判

标准和要求。

  首先，就“善”的弘扬而言：劝善书明确将慎刑作为

“善”的要求，并且鼓励衙门官吏努力遵循。清人熊弘备

（勉庵）在其《宝善堂不费钱功德例》中，将慎刑列入“官长

不费钱功德”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不

节外生枝骚扰，不依样葫芦（防冤抑也）”“不轻重用刑（体

好生之德，免难受屈招）”“不徇情屈法，不受私滥刑”“不

执法太苛”，并要求“矜原错误，罪疑从轻”。清人李日景的

《醉笔堂三十六善》中的“居官三十六善”中，也列举了“审

理公平，不得任性作聪明；用刑详慎，不致皂隶受赂，有所

重轻”作为办案的要求。

  其次，就“恶”的防范而言：在《太上感应篇》中，列举

了“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

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等“非义而动，背理而

行”的行为，并指出：“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

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在古代衙门办案过程中，最常用的审讯和取证手段，

就是刑讯；但刑讯又往往是屈打成招，导致冤假错案的主

要原因。因此，刑讯不可不用，又不可滥用。在劝善书中，

就提出了“刑者，圣人无可奈何之法”，并说“古云：刑官无

后，不可不慎也”。在《传家宝全书》中有一篇“官业债”，开

篇就提出“圣人治世不得已而设刑”“每见官长坐于法堂

之上，用刑惨酷，虽施当其罪，犹不能无伤于天地之和。况

以贪酷为心，或问事未实，或受人贿嘱，即错乱加刑，甚至

拶夹问罪，枉屈愚懦，其还报自昭彰”。为此，劝善书中对

慎用刑讯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要求。

  明朝刑部侍郎吕坤专门有一篇《刑诫》，提出了“五不

打”“五莫轻打”“五勿就打”“五且缓打”；以及“三又莫打”

“三怜不打”“三应打不打”“三禁打”等。清朝著名的劝善

书《文昌帝君功过格》中的“居官”功过格，也对慎用刑讯

的“功”与滥用刑讯的“过”作了明确的列举，如“老幼勿打

（一功）”“醉病弗打（一功）”“妇女不轻用拶子（一功）”；而

“罪情未按，杖死一人（百过）”。这种功过“所以报应随之，

不及其身，必及其子孙耳”。

  值得注意的是，劝善书中的这种慎刑观，并不仅仅是

一种“说教”，而是有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真实的事例为

支撑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太上感应篇》等劝善

书多提到的西汉于公治狱的事迹。于公是西汉丞相于定

国的父亲，据《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于公为东海郡决曹（协

助太守办案的官吏），有孝妇被诬杀死了婆婆，于公据理力

争，但太守不听，于公愤而辞职。孝妇被冤杀后，郡中大旱三

年。新太守上任后，于公说服太守替孝妇平反，并进行旌表，

结果“天立大雨，岁熟”。于定国由一个县衙小吏一直做到丞

相，后人认为是于公办案积德的缘故。宋人倪思的《劝积阴

德文》就说：“于公治狱不冤，而子孙以兴。”

  明人袁黄的《了凡四训》（《阴骘录》）的“积善之方”

中，也记载有两起因慎刑而福佑子孙的事例。

  一起是鄞县人杨自惩，他“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

公平”。县令一时发怒，鞭挞囚犯，杨自惩劝解说：“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

乎？”县令听后，转怒为喜。杨自惩两个儿子，分别为北京

礼部侍郎和南京礼部侍郎；长孙也做到了刑部侍郎，据说

都是由于他积德的缘故。

  另一起是嘉兴人屠勋，他任刑部主事时，办案审慎，

“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状”，平反释放无辜者十余人。并建

议“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平反冤狱。屠勋一直做到刑部

尚书，据说他曾梦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

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后来他的三个儿

子屠应埙、屠应坤和屠应埈“皆显官”。

  这些人物和事例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显然夹杂着后

人的附会，不过在当时这种因果报应观的影响下，依然

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古代劝善书的慎刑观虽然是以

因果报应的福祸观为支柱，但对于劝诱官员慎刑恤刑、

鼓励他们秉公司法，无疑有着积极的一面，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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